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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汝聪（1964-），女，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佛教造像。

内容提要：僧伽崇拜从唐代开始，直到近代都在佛教信仰和民间崇拜中存在和演变，是佛教中国

本土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多类型的僧伽造像是这种信仰的载体。对塔出造像的讨论，有助于对佛塔性

质及周边环境和人文历史的论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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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僧伽及僧伽崇拜

僧伽（638-710年），唐代名僧，事迹可见宋代

通慧大师赞宁编撰《高僧传》卷十八《唐泗州普光

王寺僧伽传》和明成祖朱棣编撰《神僧传》卷七

《僧伽传》等多种文献中。依《神僧传》中记述：释

僧伽原是西域何国人，因其国名，俗姓何氏。何国

一般认为是西域古国，位于葱岭北，碎叶国东北，

是碎叶国的附属小国，即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尔

别希姆地区。唐龙朔初年（661 年）僧伽从西域游

化到中土，始至西凉，次历江淮。唐高宗时曾至长

安、洛阳一带化缘，后归于楚州龙兴寺，再后带领

弟子慧俨传教至泗州临安县，行化江南，曾驻嘉

禾县灵光寺，他到泗州城之后建起了普照王寺，

传经布道。景龙二年（708 年）唐中宗李显派遣使

臣敬迎僧伽入内道场，居京都荐福寺，“帝御法

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1］。后因为京

都祈雨解旱成功唐中宗赐僧伽大师所建的寺院

名额为临淮寺，僧伽乞名为“普照王寺”。中宗以

为“普照王”之“照”字，讳天后庙名，改为“普光王

寺”，并御笔名额赐赠。景龙四年（710 年）僧伽于

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唐中宗下令在荐福寺建塔

漆身供养。至五月，唐中宗派人将僧伽坐化之身

护送回临淮县建塔供养，即僧伽大师塔。泗州城

有五座城门，东西南北各一座以外，在南面还有

“香花门”，当时是为迎接僧伽真身从都城长安回

归泗州而特建的，因当时以香花迎接僧伽，故名［2］。

何僧伽的神迹异事众多，并逐步衍化成为一

位神僧［3］，这个神话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后世的不

断演绎来的。唐代在僧伽坐化之后，唐中宗乾元

年“燕蓟将僧伽写貌辗转广传写”。从此泗州僧伽

大师的圣名广为传扬。唐乾符年间谥赐“证圣大

师”。直到唐末，佛教徒集中的四大朝拜地就有泗

州普光王寺。五代末年（954-959 年）周世宗曾钦

命天下：“凡修精舍者，必立僧伽真相。”榜曰“大

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遂人心。宋太宗太平

兴国七年（981年）开始，重盖泗州塔增至十三层，

并赐佛舍利藏于塔下；扩建普光王寺并改“普照

王寺”。雍熙元年（984 年），加谥僧伽大师“大圣”

二字，封“大圣文佛”之号。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发现的遗书文献中还有《僧伽欲入涅槃说六度

经》［4］，这种伪经的出现可见当时从统治者到佛教

集团都非常需要此类中国本土化崇拜对象和崇

拜方式。所以，僧伽崇拜一直受到各朝代皇室的

重视和扶持，而僧伽的显圣事迹也多有维护皇室

国家的行为，如唐咸通年间庞勋聚众造反时，僧

伽现形塔顶，以解泗州之困，以后常有小僧现形

于普光王寺僧伽塔之顶。同时僧伽的行为方式也

被形容与观音菩萨相仿，如手持柳枝、澡罐（净

瓶）救世，在驸马都尉武攸有疾时，僧伽以澡罐水

喷之而愈，声震京邑，后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

者，或令洗石狮子而痊，或掷水瓶，或令谢过，验

非虚设，功不唐绢……神变无方，测非恒度。

地域文明

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

徐汝聪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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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

这种将僧伽观音菩萨化的做法，是观音菩萨

化现圣僧之体现，一则反映的是观音菩萨崇拜的

世俗化，再则明显是融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社

会责任思想。观音菩萨崇拜在魏晋时期随着净土

宗盛行日益深入民众，唐宋之时更是风靡，当时

朝野僧俗都流行对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观音菩

萨形象多达三十三身，这种人造神话偶像，人们

未必不知其为宗教呓语，但人们不愿放弃这种精

神寄托、安慰和希望，皇室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因

为佛教认为：菩萨可应世成为转轮圣王，分驾金

银铜铁车轮，相应称为金、银、铜、铁轮圣王，金轮

圣王最崇高，统治四天下。唐太宗在《大兴善寺钟

铭序》中宣称“皇帝道协金轮”［5］，以金轮圣王自

居。武则天也宣称自己是弥勒菩萨应世下凡，加

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样，皇帝自然

成了俗世的“菩萨”。虽然佛教也鼓吹出世，但佛

教作为宗教团体，毕竟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既接

受皇权和国家的管束，同样也影响国家的政治，

一些上层僧人就像是穿着袈裟的政治家。比如法

藏可以参与同契丹的战争，并在唐中宗复辟时

“内弘法力，外赞皇猷”［6］。禅宗神会和尚主持剃度

僧人，收取香水钱，作为政府平定安史之乱的经

费。被描述为观音菩萨化现的僧人也不在少数，

达摩、万回、刘萨诃等都是，《祖堂集》卷二就记载

宝志和尚在回答梁武帝时说，菩提达摩是“传佛

心印观音大士”［7］；《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引《宾谈

录》记载：“万回祈观音而生”［8］；《高僧传》卷九《怀

让传》则记载：怀让作为“救苦观音”济难的故事［9］。

僧伽可以说是这些神僧中非常著名的一位。

泗州城地处汴水入淮之口，为南北交通要

冲，水路纵横交错，是一座因隋代大运河通航、运

行而繁荣的城市，在唐宋两朝盛极一时，元明时

期逐渐衰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终被洪水淹

没。泗州地区临汴、滩、淮诸水及洪泽湖，水网密

布利于水路交通也害于水灾频繁，加之黄河夺

淮，水患一直威胁着泗州城。贸易往来曾经维系

着泗州百姓的生计，因此航行通畅、安全是当地

泗州居民和过往商旅的最大愿望，僧伽作为泗州

城的守护神自然具备了“护航”的职能。由于僧伽

曾经在泗州建寺传道，而且他的坐化之身供养于

泗州城，作为漕运重镇泗州城的保护神，对僧伽

的崇拜在唐代以后渐渐转向，这种崇拜所祈福的

重心逐渐偏重在了“控制水患”和“保障道途平

安”上。

在河汊纵横的水道、沿海港口、渡海航道以

及陆路的通衢要道都会有“泗州堂”和“泗州塔”

的设置，尤其是在避风港湾作为劫后还愿之场

所。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春来华的日僧成寻在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东岱山泗州堂有较详的

记录：“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

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10］当时的东岱山

泗州堂避风港湾是中外海上交流要地，是人们放

洋和暂住祈福之地。在这里候风、祈福、还愿的有

往来中国、日本和高丽的各国商旅。

北宋末年泗州大圣塔被金兵焚毁，元代的统

治阶层更是以藏传佛教为主，僧伽崇拜在佛教神

祇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寺庙中影响稍退，但这

并不妨碍僧伽崇拜在民间的继续旺盛。历经明清

直到现在，僧伽崇拜依然流行在江浙及闽粤台地

区。江苏地区特别是泗州地区是僧伽崇拜的发源

地，自然继承了较多的传统。特别在浙闽粤台地

区与早期的僧伽崇拜已有所不同，这种称作“泗

州大圣崇拜”或“泗州文佛崇拜”的信仰已经不再

是纯粹的对僧伽本人的崇拜，而是更广泛的供奉

“来自泗州的神僧”的一种崇拜。《闽杂记》云：“福

省城中街巷间，多供泗洲文佛，或作小龛，或凿壁

为龛，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但凿四字壁上

以供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11］这种供奉广

义“泗州神”的习俗，由福佬文化的迁徙而分布到

浙、粤、台诸地区，甚至因其固有的“有所乞愿，多

遂人心”之效用异化扩展被赋予成了主管爱情、

婚姻的神祇，成为情侣们祈拜的偶像，表现出了

明显的地域特色。

关于僧伽和僧伽崇拜的文字记载除了僧传

和佛经以外，还广泛出现于碑文、诗文之中。如唐

李邕的《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12］、北宋李

昉《太平广记》卷九十六《异僧十·僧伽大师》［13］、

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

传》［14］、《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15］、《神僧传》卷七

《僧伽传》［16］、《传灯录》卷二十七《僧伽和尚传》［17］、

元赵孟頫《重修大圣寺灵瑞塔碑记》［18］等。

在所有记载中奇迹异事被不断夸大粉饰，将

一位西域比丘何僧伽——异域高僧“僧伽大

师”——圣僧“泗州大圣”——神僧“僧伽文佛”的

地位不断拔高，这类僧、佛不分的崇拜现象，以及

《僧伽欲入涅槃说六度经》之类伪经的出现与流

传，都是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日本学者

牧田谛亮认为僧伽信仰是一种“庶民信仰”，但演

化为“泗州大圣”信仰却得到了皇室贵胄、学士文

人的推动，直至于深入民间［19］。徐苹芳先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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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完全是佛教信仰，而是属于佛教信仰中的民

间崇拜，与佛教信仰有所不同［20］。其实这是一种

交叉式的存在形式，在佛教信仰中它属于一种

“圣迹崇拜”，同时又是民间多元崇拜的一种——

即“祖先崇拜”中的“先贤崇拜”。

二 僧伽崇拜遗迹

僧伽崇拜从唐代开始至今，兴盛的时间段和

地点有所变化，但在各朝各代都有延续，遗迹也

是在各地均有保留。这些遗迹包括广泛分布的以

僧伽名号建立和保留的寺、塔；有石窟壁画、塑

像、雕像以及古塔所出僧伽造像等［21］。

1.以僧伽名号建立和保留的寺堂

以僧伽名号建立和保留的寺堂从唐代开始历

代均有，特别是在福建地区，《八闽通志》中有记载

的泗州院、泗州堂、泗州庵等就有二十多座［22］。

目前所存较著名的寺院有：湖北省云梦县梁

代建筑“泗州寺”；湖北省阳新“泗州禅寺”；江西

省宜春市东门“泗州寺”；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

寺，始建于唐朝会昌、大中年间（841-859 年），初

名“泗州寺”，五代时曾称“泗州院”，宋代称“无尽

岩”，后又改称“普照寺”；福建省泉州开元寺内原

建有“泗州院”；浙江省嵊州“泗州堂”；浙江省宁

波江北区慈城镇“前洋大圣寺”；浙江省新昌嵊县

“泗州堂”；浙江省宁海松门岭下“泗州堂”；江苏

省宜兴太华山石门村界口“泗州庵”（又名泗州

堂）；江苏省吴江县芦墟镇“泗州寺”；江苏省南通

狼山建于明代的广教寺“大圣殿”，此殿中还依旧

供奉着大圣的造像，中间为端坐莲台的僧伽大

师，侧侍为弟子慧俨、慧岸、木叉，殿侧塑二十诸

天，与众不同的是僧伽形象头戴毗卢冠，身着团

绣龙袍，较为罕见，也是千百年来，僧伽崇拜演变

至今的现象。另外，僧伽崇拜不但保留在佛教和

民间崇拜中，甚至渗透到道教之中，成为道教的

另类神祇，在福建省福清市的道教圣地石竹山也

建有“泗洲殿”。

2.以僧伽名号建立和保留佛塔

历代还有不少与僧伽相关的庙宇虽毁，但佛

塔保留的情况存在：广东省惠州西湖西山“泗洲

大圣塔”，又名玉塔，始建于唐末，明代嘉靖四十

二年（1584 年）毁，明万历初改建为亭，万历四十

六年（1618 年）重建塔；安徽省广德天寿寺“大圣

宝塔”，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初建，宋金

时塔顶焚毁，明太祖驻跸重修；江西省信丰“大圣

寺塔”，建于宋治平六年（1064年）［23］；湖南省邵阳

武冈市的“泗州塔”，又称“花塔”，建于宋元丰元

年（1078 年）；河南省唐河县“泗洲塔”，又称泗水

塔，建于宋绍圣二年（1095年），明洪武十年、万历年

间重修；江苏省镇江市宝塔山（原名鼎石山）“僧伽

塔”；江苏江阴市青阳镇著名的“悟空寺塔”［24］等。

这些塔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有“僧伽”、“泗

州”、“大圣”等名，指的都是何僧伽，或者与何僧

伽有着一定的关联。

3.具有僧伽形象的壁画、塑像、石窟、佛塔造像

在僧伽崇拜遗迹中最能直观表现的是带有

僧伽形象的石窟壁画、塑像、造像以及古塔所出

僧伽造像。这样的形象目前在甘肃、陕西、河南、

浙江等地都有发现，最大量的是在川渝地区的石

窟和佛塔上。

莫高窟壁画中有僧伽画像，绘于宋代第72窟西

龛帐门外南侧上端，榜题墨书“圣者泗州和尚”［25］，明

显，此像并非僧伽为主体，而是以辅助题材的形

式出现。

在甘肃省天水市仙人崖西崖现存最早的佛

窟喇嘛楼内，曾发现有北宋时期泗州大圣及其弟

子木叉与慧俨的塑像［26］。

陕西省富县石泓寺第 6窟下壁右上方龛内刻

有戴风帽的僧伽和尚像（图一）。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上也

有僧伽的绘画形象，头戴大风帽的僧伽身后跟随

的是一个持锡杖的比丘弟子和一个俗家弟子，边

上有榜题墨书“四洲大圣渡翁婆”，显然在这里僧

伽是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在引渡亡者［27］。墓葬壁

画中描绘的僧伽像与为供奉所造的僧伽像意义

是有所不同的，是带有宗教仪式的葬俗文化的一

部分，不是纯粹的作为宗教崇拜的偶像。

四川省安岳西禅寺石窟 1号龛唐元和十三年

图一// 陕西省富县石泓寺第 6窟下壁右上方龛内刻僧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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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年）僧伽和尚三十二化因缘变相龛，此窟有

三尊主像，应该是僧伽、宝志、万回三僧窟，但主

像均已遭毁损。主像后壁雕刻僧伽因缘变相图非

常罕见［28］。

四川省夹江县千佛岩第 091 号窟刻有僧伽、

万回、宝志三高僧合龛像，此窟共有造像七尊，主

尊为僧侣坐像，禅定印结跏趺坐，头部已残缺，但

仍然可以看出披在肩上的风帽垂带，是为僧伽

像。僧伽左侧亦是一位戴风帽的僧侣，左手持锡

杖，上挂剪刀、直角尺等，为宝志和尚的形象。僧

伽右侧为万回和尚，表情皱眉张嘴，身穿翻领袍

服。在三位圣僧之间还有僧伽的两位弟子，一人双

手合十于胸前，另一位右手持灌瓶（图二；彩插三：

1）。在窟门口另有两尊造像，一尊已风化不可识，

另一尊为俗家造像，时代被定为唐末至五代［29］。

四川省宜宾大佛沱石窟三僧龛，造像形制

为：戴风帽僧伽居中，僧伽左侧为志公（宝志），右

侧为愚僧万回。题记：天圣六年（1032 年）十月十

五日王昌连刻“志公大圣”，天圣六年十二月十五

日巡检使张隆发刻“泗州大圣”，天圣六年十二月

十八日陈荣刻“万通（回）大圣”。［30］这是明确可以

依题记辨识确认三圣僧的一龛造像，对三圣僧造

像的定名非常重要。

四川省合川涞滩西岩第 14 号泗州大圣（南

宋），僧伽于众高僧之中（彩插三：3）［31］。

重庆市江津高坪石佛寺第 4 号泗州大圣龛

（南宋），为僧伽与二弟子组合（彩插三：2）［32］。

重庆市大足北山石窟 177窟北宋僧伽、万回、

宝志三高僧合龛像，窟外壁上题记为“伏元俊男

世能镌刻弥勒泗州大圣”。大足石刻 1999 年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

山、石门山五处最为著名，是晚期石窟艺术的代

表。北宋靖康元年（1126 年），匠人伏元俊父子在

四川大足北山开凿了一批较大型的石窟龛像，现

存弥勒经变窟（176窟），泗州大圣窟（177窟）和孔

雀明王窟。176、177窟是同时完成的双窟，形制相

图二// 四川省夹江县千佛岩第 091号窟唐末至五代僧伽、万回、宝志三高僧合龛像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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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76窟的主尊为佛像，与壁

面雕刻组成为完整的弥勒下

生经变。177 窟主尊为泗州大

圣僧伽，并与宝志、万回合成

特殊的“三圣僧”。窟宽 3.32、进
深 2.54 米，平面呈长方形。全

窟原有造像七身，现存六身中

正壁主尊为泗州僧伽与两位

弟子。左右壁为梁时高僧宝志

和唐代高僧万回。另有近门处

残存的一小僧像，被认为是僧

伽化相。这窟雕像造型世俗而

写实。僧伽头戴风帽，身着袈

裟，袖手而坐，典型一位现实生

活的慈眉善目的比丘形象；造

像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僧伽变相

及高僧图样仪范，对考察民间高僧信仰的流行情

况极有价值。两名弟子随侍两侧，一持锡杖，一捧澡

罐（彩插四：1）。
重庆市大足石窟北山多宝塔第一级有僧伽及

弟子龛、万回及弟子龛、宝志及弟子龛。塔内存有南

宋绍兴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147-1155年）的题记。

这种三圣僧各携弟子分龛组合的形式为仅见［33］。

在现存壁画、石窟塑像和造像中，川渝地区

的造像涵盖最典型，既符合记载，又表现出了发

展的轨迹和不同崇拜的需求与内涵，是民间高僧

大德信仰的珍贵资料。

浙江宁波二灵塔是雕刻有僧伽像的宋代古

塔，为江南地区少见的刻有僧伽形象的固定建

筑。二灵塔矗立在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二灵山上，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5 年）

建。四面七层方形石塔，高 9
米。塔心中空，下为须弥座，各

层有平座、塔身和塔檐，北面

有长方形小门。底座为石砌台

基高 1 米，塔身第一层高 1.2
米，以上各层高宽逐级递减。

塔檐平缓，檐角弧形翘棱，翼

角有圆孔，用作悬挂风铎。塔

身每层有腰檐，檐边长 2.35
米，每面辟有壸门式壁龛和雕

像，有佛像共 39 尊。塔顶以石

板盖顶，上置覆钵，中有塔刹

呈现方柱形，上端略尖，呈现

方锥形。1986 年落架大修。在

第一层东壁有“宋政和□年□
月”题记。此塔为北宋时期石

结构方形古塔，在浙江省内实

属少有，2013 年 3 月被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二

灵塔第一层的南面，有一组三

僧像，中间的主像头戴风帽、

双手禅定为僧伽，两侧二僧合

掌而立，表现的应该是一主僧

（僧伽）、二弟子组合。一层另

三面为三尊护法，分别执杵、

斧、旗和托塔，威武雄壮。在东

西两面的武士像旁，还刻有

“福延圣寿”和“保国爱民”（彩

插三：4）。

4.佛塔地宫、天宫和塔刹中保存的僧伽造像

除了以上所论石窟中的造像，在长江下游地

区，历代建有众多的佛塔，在佛塔的地宫、天宫和

塔刹中保存有大量的佛教遗物。这些佛塔中的出

土文物忠实反映了当时当地宗教信仰的状况。在

这些佛塔地宫、天宫中所出的僧伽造像，是时代、

地点清晰，宗教意义完善的一批，值得重视。

1957 年浙江省金华万佛塔，北宋嘉祐七年

（1062年）塔基所出僧伽像［34］。

1965 年浙江省温州北宋政和五年（1115 年）

白象塔，第一层塔身中所出僧伽像（图三）［35］。

1966-1967 年浙江省瑞安仙岩寺塔，北宋庆

历三年（1043年）塔基舍利函内出僧伽像，像下包

银 木 座 四 周 银 片 上 刻 铭 ：

“（前）泗州大圣普照明觉大师

（后）泗州大圣（左）弟子陈怀

玉（右）妻马氏八娘。”木座底

墨书：“为三男小晟造佛。”是

塔出单尊僧伽像中唯一明确

自铭的一件（图四）。［36］

1974 年上海市松江兴圣

教寺塔地宫石函盖上所置僧

伽像（图五）［37］。

1978 年江苏省苏州北宋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至 天 禧 元 年

（1008-1017 年）瑞光寺塔，第

三层塔心砖穴内真珠舍利宝

幢中出僧伽像，真珠舍利宝幢

外有两重木函，木函上有题记

图三// 浙江省温州北宋政和五年

白象塔出僧伽像

图四// 浙江省瑞安仙岩寺塔北宋庆历三年

塔基舍利函内出僧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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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十八日记”，时代为 1013 年

（彩插四：2）。这是塔出僧伽像中最为精美的一

件，这与瑞光寺具有的皇室背景有关［38］。

1982 年浙江省宁波市天封塔南宋绍兴十四

年（1144年）塔基石函中所出僧伽像［39］。

1994年上海市松江圆应塔明正统十年（1445
年）地宫所出僧伽及弟子像（图六）［40］。

1995 年上海市松江李塔明天顺元年（1457
年）塔基出僧伽像（图七）［41］。

此八尊出塔的僧伽像是江浙沪地区僧伽崇

拜的实据，所出僧伽像均形象有定式、风格相近，

可互为对照。因为是地宫、天宫所出，时代与地宫

和天宫实际下埋时间都有一些差距（表一）。而上

海佛塔出土的僧伽像在下一节中将做重点讨论。

以上均是僧伽崇拜在历代的遗留，可见，“僧

伽崇拜”与“泗州崇拜”在中国的

流行和特殊性。当然还有不少单

体僧伽造像被收藏于国内外博

物馆，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

“僧伽和尚石刻像”、陕西博物馆

石雕“僧伽大圣像”、故宫博物院

藏“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石雕

泗州大圣像”（图八）、首都博物

馆藏“元大都遗址出土石雕泗州

大圣像”（图九）［42］、福建地区较

大数量的单尊僧伽像等等，只是

已经离开了原有的供奉地点性

质会发生变化，美学和宗教意义

尚存，作为考古资料已逊。

三 上海地区所出僧伽像及研究

上海地区也有丰富的塔藏文物出土［43］，塔中

的出土物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非常大，具有珍

藏、供奉、传承类文物的特征。在这些丰富的塔藏

文物中，有至少三件（组）僧伽崇拜的造像：一是

上海市松江兴圣教寺塔僧伽像；二是上海市松江

圆应塔地宫所出僧伽像；三是上海市松江李塔塔

基出僧伽像，这些都是研究上海以及江浙沪地区

僧伽崇拜、佛教传播、地方宗教特殊的实证。

1.上海市松江兴圣教寺塔僧伽像

兴圣教寺塔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相传五代后

汉乾祐二年（949 年）邑人张仁舍宅建兴圣教寺，

后于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1068-1094年）建兴圣

教寺塔。1974 年在维修佛塔时，对地宫进行了清

图五// 上海市松江兴圣教寺

塔地宫所出僧伽像

图六// 上海市松江圆应塔明正统十年

地宫所出僧伽及弟子像

图七// 上海市松江李塔明天顺元年

塔基所出僧伽像

图八// 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元符三年

石雕泗州大圣（僧伽）像

图九// 首都博物馆藏元大都遗址出土

石雕泗州大圣（僧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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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宫为长方形砖砌坑，靠南壁有台，台上置石

函一件，石函盖上供奉僧伽像一尊，旁边散置唐

宋钱币 41 枚。石函内装藏一个漆匣和两个银匣，

漆匣内供奉铜质释迦摩尼涅槃像一尊、银匣内供

奉象牙化石等舍利，银匣底部分别有铭：“蔡溥舍

银造匣追荐亡妻俞氏超生”、“郭椿年舍银造匣追

荐亡母赵氏超生”，匣底存唐宋钱币97枚［44］。

僧伽像为铜质，通高 14、像高 8.5 厘米，结跏

趺坐，袖手腹前，头戴风帽，为标准的单尊僧伽形

象。下置束腰重层须弥座，为多层台座的组合，台

座内壁有一“上”字标注组合方式和位置，为原配

台座。造像发现于地宫石函盖之上，考古简报认

为：兴圣教寺塔地宫初为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

（1068-1094 年）所 置 ，僧 伽 像 与 建 炎 通 宝

出土时间、地点、塔藏年代

1957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

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

1965年浙江温州白象塔第一层
塔身中

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

1966-1967 年浙江瑞安仙岩寺
塔塔基舍利函内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

1974年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塔
基石函盖上

北宋熙宁-元祐年间

（1068-1093年）

1978年江苏苏州瑞光寺塔第三
层塔心砖穴内舍利宝幢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天禧元年
（1008-1017年）

1982年浙江宁波天封塔塔基石
函中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

1994年上海松江圆应塔地宫

明正统十年（1445年）

1995年上海松江李塔塔基

明天顺元年（1457年）

造像名称及形象

（报告不清晰）

砖雕坐像，下为莲座，原施金彩。

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头戴僧帽。

涂金木雕坐像，木台座。施禅定印，
结跏趺坐。

像下有包银木座，银片四周刻铭：

（前）泗州大圣普照明觉大师（后）泗
州大圣（左）弟子陈怀玉（右）妻马氏
八娘

木座底墨书：为三男小晟造佛。

铜坐像，连束腰须弥座。

袖手腹前，结跏趺坐，头戴僧帽。

描金木雕坐像，施禅定印，结跏趺坐，
头戴僧帽。

舍利宝幢底墨书：寓迹僧子端，幸值
诸上善人建。

第三层浮屠，安置盛诸佛圣贤遗身舍
利宝幢。

描金石坐像。

袖手腹前，结跏趺坐，头戴僧帽。

黑色石像，分上下部分榫接而成。

主像结跏趺坐，袖手腹前，头戴风帽。

莲花座下置荷叶，独具南宋风格。

右侧弟子持杖；左侧弟子合十手上或
有持物。

铜坐像，连束腰须弥座，有头光。

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头戴僧帽。

尺寸

（厘米）

高46

高15

通高14
像高8.5

高4.3

高17.6
宽11.6
厚2.2

高14.8

造像年代及备注

北宋晚期（12世纪上半叶）

简报称：菩萨像。

北宋中期（11世纪中叶）

题记：“庆历三年二月初八”

唯一明确自铭的僧伽雕像。

南宋初年（12世纪上半叶）

简报认为石函为北宋时期，泗州大圣像
为南宋初年放入，同入钱币最晚的为一
枚建炎通宝（1127-1130年）。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

简报称：祖师像。

徐苹芳先生认为“圣贤”即“泗州大圣”。

南宋早期（12世纪中叶）

石函盖有绍兴十四年题记

南宋（1127-1279年）

南宋-元（13世纪）

简报称：罗汉像。

同出有明天顺元年的造像和明代玉饰
件，但也有元代玉饰件（95SLTD33）。
且两件铜造像（泗州大圣像 95SLTD9、
观音像 95SLTD20）风格不同于其他银
造像。

表一// 江浙沪地区出塔的僧伽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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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1130 年）等为南宋初年放入［45］，此像为 12
世纪上半叶作品。

唐中宗曾经因仰慕僧伽不忘，寻问另一位神

僧万回，僧伽者何人也，万回对答曰：观音菩萨化

身也，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沙门之形。虽然唐

宋之后文献中的僧伽像，曾记载有：“十一面观

音”、“小僧”、“婴孩相”、“紫衣僧”等形象，但在存

世造像中僧伽还是以比丘形象为多，最常见的是

头戴风帽的比丘形象。

2.上海市松江圆应塔地宫所出僧伽像

圆应塔，又名崇恩塔、延恩塔，俗称西林塔。据

发掘者考证，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圆应睿

禅师曾建接待院，后毁于元代，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僧人淳厚在接待院废址上重建圆应塔，

到了正统九年（1444年）僧人法杉将塔迁建于大雄

宝殿后。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曾开启地宫，将

装藏在洪武年间原天宫、地宫中的封藏品移入新

建地宫中。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初八日竖

立塔心木并封存天宫，后经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 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等多次重修［46］。

1994年修缮圆应塔时，分别在塔心地下室发

现一个地宫，又在七层塔顶砖砌体中和塔刹宝珠

内发现两个天宫。地宫供奉佛教造像80多尊、佛塔

5座、金刚铃 1件、另置玉、水晶、玛瑙、琥珀等饰件

共近千件［47］。此塔修整记录和封藏供品的延续都

保存较完整，所以出塔文物的时间跨度非常大。

所出僧伽造像为黑色石质僧伽三尊像一件，

分上下部分榫接而成。高 17.6、宽 11.6、厚 2.2 厘

米。主像结跏趺坐，袖手腹前，头戴风帽，为标准

的僧伽形象。莲花座下置荷叶，独具南宋风格。在

僧伽的右侧为一位持杖俗家弟子；左侧为一位合

十比丘弟子。在主像的身后有高大的屏背，上面

刻有圆形头光，头光后衬有翻卷的云气。

据《高僧传》记载，僧伽弟子众多，在他圆寂

后，唐中宗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

衣盂令嗣香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还附有

木叉、慧俨、慧岸的记载：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

人也……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为名，华言解脱

也，自幼从伽为剃弟子……弟子慧俨，未详氏姓

生所，恒随师僧伽执侍缾锡。可知，在僧伽三尊中

两位弟子一般都被认为是木叉、慧俨或慧岸。前

述四川重庆江津高坪石佛寺第 4 号泗州大圣龛

（南宋）也是同样的组合。而四川大足北山 177 窟

正壁主尊也是僧伽与二弟子三尊，两名弟子随侍

两侧，一持锡杖，一捧澡罐，这与记载是相符合的。

但在大足北山177窟近门处残存的一小僧像，因为

曾有记载僧伽可现“十一面观音”、“小僧”、“婴孩

相”、“紫衣僧”等形，以往都被认为是所谓的僧伽

化相小僧。但事实上在僧伽造像中并未有明确可

见的此类形象，而在所有记载中均可见僧伽有三

位受到唐代朝廷认可的衣钵继承弟子木叉、慧俨

和慧岸，所以177窟近门处的小僧完全有可能是除

了僧伽身侧的两位弟子以外的第三位弟子。

此尊出塔的僧伽及弟子像，在目前塔出文物

中仅见。上海松江原有泗州塔院，此像是否为泗

州塔院的遗留很难确定，但依旧对研究僧伽崇拜

在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流行、样式和情形等都非

常之重要。

3.上海市松江李塔塔基出僧伽像

李塔又名礼塔，位于上海松江李塔汇镇（今

塔汇乡），为四面七级砖木结构楼阁式塔，相传始

建于唐代。李塔西面有油墩港，南面为横潦泾；李

塔距油墩港 200米左右，距横潦泾直线距离 1700
米左右；横潦泾为黄浦江的上游。

1995 年 12 月为配合李塔维修对地宫进行了

发掘清理，据简报：供台上供奉各尊造像以及舍

利塔和压胜钱，地坪上供放阿育王塔、银炉、石

钵、玻璃高足钵及各种玉、水晶、玛瑙、珊瑚、芙蓉

石、琥珀、青金石等饰件。出土文物中佛塔 2件，造

像 14尊，包括佛像 9尊、罗汉像 3尊、观音像 1尊、

童子像 1尊。佛像 9尊均为银质钣制。李塔塔基纪

年的下限为明天顺元年（1457年），但出土文物涵

盖前朝遗留，包括有元代玉饰件与宋元造像。［48］

在李塔所出佛教造像中有三件为显现比丘

形象的罗汉造像，其中一尊为僧伽像（95SLTD9）。

坐像铜鎏金，通高 11.0、座宽 6.2、厚 4.0厘米，背光

直径 6.8 厘米与束腰须弥座连为一体，造像结跏

趺坐，施禅定印，头戴僧帽，是一尊比较标准的僧

伽像。但此尊造型与其他佛塔所出的单尊僧伽像

的造型略有不同，此尊僧伽像具有背光，这意味

着此尊比丘造像的形象已经超出了罗汉的果位，

达到了类似菩萨或佛的圣僧地位，这与僧伽崇拜

在唐代以后不断神化的现象是相符的。此像的时

代大约在13-14世纪。

李 塔 所 出 另 一 尊 为 银 鎏 金 罗 汉 像

（95SLTD6），通高 13.7、宽 6.8、厚 4.0厘米。造像显

现比丘形，双手持锡杖，赤足半跏趺坐，背有头

光。造像与座及头光皆银片锤鍱，分作后组合完

成。银片外鎏金，背部有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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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四十一保霜字圩居奉／佛弟子曹

文俊上侍祖母／计氏二娘父曹子庄母陈／

贵一娘同妻陈氏四娘弟曹文得／男曹枢陈

机清曹（？）纪女玄女合家眷／等专伸以荐／

亡外公仲名处士陈公往生福境

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吉日施

银匠陆原震造

从刻铭看，此像原为松江信徒曹氏携全家为其外

公做荐亡法事时所特制的造像，时间在明洪武二

十一年（1388年），与李塔地宫封藏品下限明天顺

元年（1457年）相去近七十年，可见是作为前代遗

留入藏地宫的。

手执锡杖的比丘形象在佛教常见造像中另

见有地藏菩萨像，此类地藏菩萨为所谓金地藏，

是以高丽王子金乔觉为原型的比丘形菩萨像，较

为特殊。但金地藏菩萨形象一般为右手持杖左手

托宝珠。松江圆应塔地宫所出一件、法华塔天宫

所出一件均为标准的地藏菩萨形象，1957年浙江

省金华万佛塔，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塔基也出

有两件地藏菩萨造像，并有自铭款，可资对比（图

十）［49］。

李塔所出第三尊罗汉像（95SLTD39），为一尊

双手合十于胸前的铜质比丘像［50］。

此三尊罗汉造像对比之前四川夹江千佛岩

第 91 号窟僧伽、万回、宝志三圣僧合龛像和四川

大足北山石窟 177窟北宋僧伽、万回、宝志三圣僧

合龛像，可知这应该也是一组僧伽（图七）、万回

（图十一）、宝志（图十二）三圣僧像。

4.宝志与万回

宝志，六朝时南朝齐梁名僧，俗姓朱，金城

人，后世尊称为志公、宝志法师等。《大藏经》卷四

《神僧传》：“释宝志。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妇

闻儿啼鹰巢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锺山

僧俭出家修习禅业。往来皖山剑水之下。面方而

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止江东道林寺。至宋大始

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

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

帛。”［51］后人把志公当作神僧还有一个理由，就是

传说他曾显现过十一面观音像。

在敦煌莫高窟中有唐代所画的志公残像，在

四川省剑阁县曾有志公殿及志公造像。宝志的形

象为：手执锡杖，杖上悬挂剪刀、尺子、拂与镜等，

悬尺为“梁”、拂为“陈”、剪为“齐”，谶南朝王庭变

化。其实宝志和尚的形象主要就是“比丘形”、“持

锡杖”、“赤足”。在后世可见的造像中宝志的形象

单独出现并不多，而且只有与僧伽在一起组成

“三圣僧”造像时是最清晰可分辨的。

万回，唐代名僧。河南阌乡人，俗姓张。唐高

宗时，得度为僧。武后曾诏入内道场，赐锦衣，号

“法云公”。世寿八十，追赠“司徒虢国公”，其神异

事迹亦众多［52］。万回与僧伽同时代，相传僧伽在

长安荐福寺时，万回曾前去参拜，十分恭敬。僧伽

对其说：“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所以在僧伽

迁化数月后，万回也离世。

《太平广记》卷九一引《宾谈录》说万回是他

母亲祈于观音有妊而生，但回生而愚，八九岁方

图十// 地藏菩萨造像对比

1.上海市松江圆应塔地宫所出地藏菩萨像 2.上海嘉定法华塔天宫所出地藏菩萨像

3.浙江省金华万佛塔北宋嘉祐七年塔基出两件地藏菩萨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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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

言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长，

父令耕田，回耕直去不顾，口惟连

称平等。因耕一陇长数十里，遇沟

坑见阻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

曰：总耕何分彼此。乃止击而罢

耕。又记载万回有兄长戍边，父母

思念，万回前往探望，一日万里即

回，故而号曰万回［53］。后万回和尚

被招入宫中，从此与皇室往来甚

密，猜测皇室成员祸福必定应验，

受到皇室成员敬畏。“见贫贱不加

其慢富贵不足其恭。东西狂走终

日不息。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角

恒滴涎沫。人皆异之。不好华侈尤

少言语。言必谶记事过乃知。”为此，太平公主甚至

“为造宅于己宅之右，唐景云年间卒于此宅”［54］。到

了《宋高僧传》中更是演绎：“年尚弱龄白痴不语。

父母哀其浊气。为邻里儿童所侮。终无相竞之态

……东西狂走终日不息。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

角恒滴涎沫。人皆异之……日行万里……一身能

飞行如鸟无碍。二移远令近不往而到。三彼没此

出。四一念能至。”［55］可见，万回儿时其实是一位

有些弱智的孩子，之后被赋予了许多奇异的禀

赋。从他与太平公主的关系看，实际上是一位极

其入世，参与了皇室争斗的僧侣。

万回形象亦无定式，一般情况下只有与僧伽

在一起才可确认。其形象特征就文献记录来看，

为“愚”、“痴”、“浊气”、“或笑或哭、略无定容”，

“口角恒滴涎沫”之类，总之应该是一副“愚拙之

相”。

从前述川渝地区“僧伽、万回、宝志三高僧合

龛像”可见，也确实是如此。而李

塔的第三尊比丘像也正是表现出

了这样一种或可称“大智若愚”的

面相。

虽然李塔三件僧侣造像并不

是同时制造的，也不是同样的材

料，但民间塔藏物品在多数情况

下没有实力做到完美划一，即使

不是一个时代、或者不是同一次

制作、或者不是相同材质，这都不

会妨碍它们成为一个组合。这样

的情形在一般庙宇，特别是一些

小型庙宇、或是民间崇拜的庙宇

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5.三圣僧崇拜

圣僧崇拜是宗教中的一种神

秘主义，容易流行在自然条件恶

化的地区，或是遇到自然条件恶

化的时间段，当人们无力抗拒自

然时，对宗教的迷信就会发展到

寻求改变这一切的超人，佛教最

多的就是在宗教人士中寻找圣僧

抑或颠僧。而被找到的这些人物

或异样、或异术，靠着奇异古怪的

相貌、颠三倒四的言语、神秘莫测

的法术、悬壶济世的异能来获取

信任和崇拜。人们相信他们的奇

异相貌和行为都是佛祖用来考验

众生或甄别教徒虔诚度的，所以对圣僧的不疑成

了合格教徒的标识，这使得信徒们更加深信。这

样思想的蔓延导致了圣僧信仰的出现。

在佛教造像传统中有许多的三尊组合，为的

是表现佛教教义以及佛教的崇拜体系和秩序，也

为了更符合佛造像美学。这些组合包括三世佛、

三身佛等佛与佛的组合；“娑婆三圣”（释迦牟尼

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西方三圣”（阿弥陀

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东方三圣”（药师

佛、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华严三圣”（毗如遮那

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佛与菩萨的组合；“华

严三大士”（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菩

萨与菩萨的组合。

僧伽、志公、万回三位并非都生活在同一个

时期，宝志与僧伽及万回生前并没有交结，他们

被排列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与上层社会和皇室

贵胄的频繁往来，他们其实生前都是入世很深而

且与皇室关系密切的佛教代表人

物，他们之所以被大众长期记忆

并不断被抬高地位，一方面是受

到了皇室和佛教团体的吹捧，另

一方面是模仿套用成组佛、菩萨

的崇拜方式，以对号入座的方式

加入到了佛教偶像崇拜格式中，

为大众的接受创造了方便之门。

僧伽、万回、宝志“三圣僧”组

合除了在四川石窟上以及李塔中

出现外，在唐代日本留唐学僧圆

仁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也曾

记载：有坛龛僧伽、志公、万回三

圣像一合［56］。但这只是个不见实

图十一// 上海市松江李塔明天顺

元年塔基出万回像

图十二// 上海市松江李塔明天顺

元年塔基出宝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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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记载，李塔的这一组可以说是目前唯一可见

的塔出“三圣僧”像组合。由于单体组合像不易保

存，一旦散失便不易辨认，所以在非考古状态下

是很难确认的。而在科学考古的情况下也还是需

要仔细的辨认和推敲，像李塔这样的情况非常之

难得。

四 余论

从上面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出僧伽造像的组

合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1、单尊僧伽形象；

2、比丘群像中的单尊僧伽形象；

（二）1、一僧伽、二弟子（木叉、慧俨或慧岸）

组合；

2、一僧伽、二弟子（僧弟子、俗弟子）组合；

（三）1、一僧伽、二僧人（宝志、万回）组合；

2、一僧伽、二僧人（宝志、万回）、二弟子组

合；

3、一僧伽、二僧人（宝志、万回）、多弟子组

合。

圣僧崇拜从唐代出现后并没有广泛流行，而

是以一种非常平民化的形式在流传。这样的崇拜

方式一直在民间存在并延续，反映出的是中国本

土固有崇拜中“祖先崇拜”的根深蒂固，这种崇拜

有时依托宗教，有时又优先于宗教。独特的“三圣

僧”题材组合更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佐证。对圣

僧崇拜的研究是我们了解中国的宗教信仰与民

间崇拜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交集点。

上海地区塔出僧伽像形制丰富，与川渝地区

粉本相似，反映了长江上下游之间的交通联络以

及宗教交流。李塔中不但塔藏僧伽造像，而且以

宝志和万回胁侍，第一可见明代江南地区庙宇宗

教仪轨的保持状况，说明李塔及延寿院在当时是

一个比较遵循传统的寺院；第二可见李塔及延寿

院在当时的昌荣程度，也可见李塔的祈福性质是

偏重于“道途平安”；第三可佐证塔汇镇地理位置

的重要，包括当时油墩港、横潦泾的水域位置、河

道与航道的范围、码头集镇状况等。

［1］［14］宋·赞宁：《高僧传》卷十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

传》，《大正藏》第50册，第822页。

［2］近年来泗州城的考古工作进展很大，成果很多，已经发

掘了城内的“普照禅寺”、“灵瑞塔”、“观音寺”、“香华

门”等几处遗迹。参见林留根《沉没的泗州城》，上海博

物馆《“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稿。

［3］参见明·朱棣：《神僧传》卷七《僧伽传》，见《大正藏》第

50册，第992页；宋·赞宁：《高僧传》卷十八《唐泗州普光

王寺僧伽传》，《大正藏》第 50 册，第 822 页；元·念常：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见《大正藏》第 49 册，第 587
页；明·居顶：《传灯录》卷二十七《僧伽和尚传》，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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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僧伽造像及僧伽崇拜

A Discussion on Sangha Statues and Sangha Worship
XU Ru-cong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200003)
Abstract: Sangha worship initiat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remains in ex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 times. It is a concrete reflection of the Sinization of Buddhism. The variety of Sangha statues is the
material representation of this belief. To study the statues from Buddhist pagodas may help to identify these
pagodas and study their surroundings as well as the local histories and cultures.

Key words: Sangha; Sizhou Sangha; the Three Sangha Mo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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